
 

「誰」回來了？元首、惡魔、或者淡忘的歷史——帖木兒‧魏穆斯《希特勒回來

了！》以昔人之眼看現今社會 
關鍵字：帖木兒‧魏穆斯、《希特勒回來了！》、狂熱 
一、     前言 

    《希特勒回來了》為德國作家帖木兒‧魏穆斯所著的諷刺小說，假想一代元

首阿道夫‧希特勒於二十一世紀復活後，在新世代所遭遇的嶄新體驗。全書以希

特勒的第一人稱視角，詮釋當前的德國社會，並透過希特勒與書中人物鬧劇式的

相處模式，一方面重新對納粹主義進行審視；另一方面諷刺社會現況。 

    以今人之眼回溯過往歷史容易；借昔人之眼觀察現今世態卻頗具挑戰。在《希

特勒回來了！》中，作者帖木兒‧魏穆斯不但未將希特勒勾勒為歷史惡魔，反而

較強調其人的領袖資質與能力。筆者認為作者反大眾印象的描繪手法，並非為了

博得「創新」的虛名，而是藉由著名——縱使是惡名——歷史人物阿道夫．希特

勒以對於當今社會的荒謬行徑進行批判與反諷。雖然希特勒過去諸多行徑令人髮

指，但是作為元首，其領導與管理國家的能力卻又不容質疑。因此，借此人之名

指出社會亂象更具說服力，進而引導讀者重新思索自詡安詳和樂的社會裡，被忽

視的問題。 

    然而，無論希特勒的領袖才能何等卓越，始終無法搶救他的歷史名聲，況且

作者的成書目的亦非為其辯護。因此，除了諷刺當代社會，作者也再度提點納粹

與猶太的議題，提醒讀者「傷痛尚未平復」。 

    從希特勒的甦醒、再起、乃至於翻身成為媒體寵兒，希特勒以其群眾魅力，

擄獲新世代的目光，企圖重建大德意志帝國。《希特勒回來了！》不僅呈現元首

在成名之路上，對當代社會提出的犀利評論；同時藉由希特勒的迅速崛起，帶領

讀者進一步思考：此位歷史狂人的興起，並非全然仰賴其個人特質，群眾擁護與

時局趨勢亦為不可忽視的因素，尤以群體支持影響力為大。倘若希特勒過去的作

為罪不可赦，何以昔人對其擁戴有加？當他穿越時空，抵達現代，何以今人對其

崇尚不已？而面對歷史悲劇，後代子孫較佳的處理方式又為何？憶起元首、重觀

納粹，並與歷史進行再一次的晤對，本文將依此脈絡，比較、分析納粹德國與現

代德國看待「希特勒」的態度與觀點。 

    於本文稍後的篇幅中，主要針對四方面進行檢視：首先探討希特勒的狂熱精

神和性格特質；再者省思納粹興起之因，以及其所造成的歷史傷疤；接著討論現

今社會的問題所在；最後對照今昔之人對待希特勒的方式，省思後世面對歷史，

所需抱持的心態。 

二、    元首復活，狂熱未減 

（一）貫徹始終的狂熱信仰 



 

    希特勒深信「狂熱」能逆轉劣勢。個人、國家、全世界，無論身陷何等絕望

的情境，倘若具備足夠的狂熱，則可突破危難，締造奇蹟。例如：諾曼第登陸時，

對於德國以一擋百的行徑，希特勒認為關鍵在於「優越的自信」和「堅韌不屈的

狂熱精神」。只要具備狂熱，則無事不成 1。 

    執行這份狂熱確實帶領德國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頹敗局面，然而，無

限上綱的狂熱意志同時促成希特勒的一意孤行與自我中心。希特勒的狂熱除了拯

救德意志民族同胞的「熱忱」，隱含更多唯我獨尊的「瘋狂」。由此狂人領導的德

意志帝國，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自然成為攻城掠地的侵略國。 

（二）自我中心的世界觀 

    身為前任帝國總理，縱使穿越時空來到二十一世紀，希特勒的獨裁手腕絲毫

不減。只要遭遇不順心之事，希特勒第一個念頭即是「命令軍隊殲滅目標」。唯

我獨尊的觀念結合支配權力的習性，重現了希特勒於納粹德國時期的獨裁。 

    此外，希特勒認為自身在二十一世紀的神奇復甦，實為天命使然希特勒屢次

重述自己身負天命——他是上天千挑萬選的人才，唯有「他」能引領德國迎向更

強盛的未來。在小說中，他提問道： 

      「既然德國歷史上有這麼多偉人都在等待有第二次機會帶領他們的人民 

        取得新的聲望，那麼，為什麼會是我？」2 

接著，他思索出以下結論： 

「因為這項等待被達成的艱鉅任務，顯然非常適合用來向那些最勇敢    

無畏之人，那些成就非凡、功績豐偉的德國偉人，證明他們自己的侷限。

孑然 無依，必須孤軍奮鬥，沒有黨機構，沒有政權，所以才託付給一個

已證實有能力清除民主爛攤子的人。」3 

希特勒的自信，來自於他積極的求知欲，加上豐富的人生歷練：戰場上的衝鋒陷

陣，以及政治上的爾虞我詐。前者幫助他隨時掌握最新境況；後者養成他處變不

驚的性格。兼具兩種特質，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新環境，希特勒竭盡所能去理解目

前的處境，最後將自己定位為「天選之人」的角色，拯救祖國同胞脫離險境。 

如同希特勒在莊孝維的電視節目中首度登場時，他非但沒有演藝界新人的緊張不

安，反而表現出冷靜沉著： 

                                                      
1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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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57。 



 

「世界上始終存在著多數人無法理解，甚至沒有能力評斷的事物，眼前這

件事，就必須信任元首有足夠智慧能妥善處理。」4 

面對新環境而處變不驚的人格特質，賦予希特勒為所欲為的膽量。從啤酒館政變

到重建納粹黨，乃至於成為德國總理，希特勒總是嘗試突破——突破既有的規章、

搗毀現行的制度，從而建立符合自身理念的國度。支持這份大膽妄為的力量，源

自於希特勒堅不可摧的自信以及狂熱信念。 

    然而，無限上綱的自信心無可避免地發展成自我中心，甚至促成希特勒專斷

獨行的性格。在小說內文中，德國在生活型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等方面，往

往遭受希特勒的批評。例如：看見柏林的市容時，希特勒先評論「絕大多數建設

得不合標準、簡直可怕的大雜燴」；接著批評「商店樣貌的一成不變」；最後得出

「房舍外型普遍平庸單調」5的結論。 

另一方面，希特勒對於國家建設則自有一套規劃： 

「我繪製了高速公路和鐵路系統，這次在烏拉山另一邊也設立了幾座火車  

站，以及一座通往英國的橋樑。他們（按：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挖了條隧

道，不過我終歸比較偏好地面上的解決方案。」
6 

之所以難以滿意現代德國的情況，在於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已非希特勒當年親手

打造的大德意志帝國，因此無法實踐他「個人化」的理想國度。而面對無從理解

和掌控的新世界，希特勒自然心存質疑。 

    自信、自我中心、專斷獨行，隨著希特勒逐步認定自己正是萬中挑一的天選

者，而自以為是的使命感加上野心勃勃，總和出一代元首的獨裁專制。 

三、    種族對立，從未止息 

（一）過度膨脹的民族精神 

    種族淨化向來是希特勒的執政重心之一，對他而言，唯有雅利安人最優秀；

只有德國人民最高尚，因而無法接受民族融合的新社會。他不但暗自慶幸街上沒

有混血兒，甚至發誓要「從劣等人的工作中拯救出德國人民」。希特勒在街上閒

逛時，曾提到： 

「我在統治時期推動的措施雖然沒有持續進行，但顯然有了回報，幾乎看

                                                      
4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145。 
5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91。 
6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55。 



 

不到什麼混血兒。」7 

在他的個人網站中，希特勒也毫不避諱地評論猶太人如下： 

「因此可以確定在犬類裡面找猶太狗。那麼接下來的做法便顯而易

見了：我們要找的是一隻阿諛奉承、討好巴結、垂涎貪婪，且埋伏

暗處，隨時從背後偷襲別人——顯然就是德國臘腸狗。」8 

綜觀上述言論可知，希特勒始終追求的是極度純淨的德意志血統，不容許其他劣

等民族的基因玷汙雅利安的血脈。如此過度膨脹的民族精神，已扭曲為種族歧視，

進而產生了極端的「排外」情結，乃至於訴諸屠殺行動以消滅非雅利安的種族。

高舉民族意識至上的旗幟，德國人民被希特勒激發的並非國家凝聚力，而是剷除

異己的殘暴行徑。 

（二）難以觸碰的種族議題 

    小說中的希特勒經常被旁人提醒「審慎對待猶太議題」；而其助手克羅邁爾

小姐也因為猶太血統而打算辭職。可見時至今日，「希特勒」之名始終是猶太民

族難以癒合的傷疤；「猶太議題」仍然是德國尚未妥善處理的歷史悲劇。然而，

面對猶太議題，小說中的德國社會呈現的是集體逃避的心態。多位小說人物曾提

及「猶太主題不可任意開玩笑」的言論，卻從未進一步說明原由。可見該議題是

德國全體不言而喻的事實，卻無人願意重新審視，反而以「禁忌」之名義將其深

埋於歷史的角落。除此之外，作者對於猶太遺族的心情寫照著墨不多，反而花了

較多的篇幅讓希特勒暢言其種族主義，直至揭露克羅邁爾小姐身世的段落，才沉

重地引爆對於希特勒的不滿與反抗： 

「……我乾脆告訴她是為您工作。沒想到她火冒三丈欸，大大發了一頓脾

氣，還忽然哭了起來啦。她說您做的事一點也不好笑，沒有一件事值得發

笑。像您這種人根本就不應該存在。……」9 

當社會試圖逃避歷史責任時，當事人卻永遠不會忘記希特勒奪走多少族人的性命；

而納粹摧毀無數同胞的人生。即使後代盼望將悲劇放逐於時間的洪流中，傷痛早

已銘刻在受害遺族的血脈裡而難以抹滅。 

四、 嶄新世代，新舊問題 

（一）新的社會問題 

                                                      
7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121。 
8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28。 
9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89。 
 



 

1.乏善可陳的媒體 

    希特勒視媒體為宣揚政治理念的利器，卻同時批判媒體內容的乏善可陳。媒

體握有較多資訊來源，原本應為人們迅速掌握外界局勢的管道，卻淪為商業廣告

與娛樂新聞的公布欄。《希特勒回來了！》一書，也利用一個章節的篇幅，呈現

今日電視節目的內容：性質大同小異的節目、缺乏啟發性的喜劇片以及新聞報導

旁眼花撩亂的跑馬燈。在觀看完電視節目之後，希特勒評價此類節目不但「缺乏

精神內涵」而且「惹人厭煩」10。 

    除此之外，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媒體處於優勢一方，卻利用此優勢製造

錯誤消息誤導視聽，如小說中的《畫報》屢度捏造關於希特勒的報導。例如希特

勒與書報亭小販敘舊的過程，卻被《畫報》敘述成： 

「Youtube狂人希特勒： 

與酒鬼廝混。」11 

至於與助手克羅邁爾小姐的互動，則被扭曲為： 

「Youtube狂人希特勒： 

他身邊那位神秘女子是誰？」
12 

面對不實報導，克羅邁爾小姐則忿忿不平地批判此為「《畫報》平時卑鄙的伎倆」，

藉由將人冠上齷齪的標題，以引發眾人群起撻伐 13。可見媒體不僅掌握了閱聽人

的資訊來源，並能透過剪裁、竄改內容，以左右觀眾的想法。此社會問題不僅導

因於媒體素質的普遍下降，也源自於觀眾對於內容的偏好：聳動誇張的八卦消息、

輕鬆愜意的旅遊介紹，往往比起正經嚴肅國際局勢更能吸引注意力。為了迎合觀

眾，媒體捨棄實際但略顯單調的報導，轉而選擇誇大不實卻引人注目的主題。 

    因此，除了媒體急需改正之外，閱聽人也應自我檢討。一方面多加關注國際

情勢，另一方面小心檢視取得的資訊，則不但可改善媒體的素質，自身也不會輕

易被錯誤訊息所誤導。 

2.多餘的文化節慶 

    作者藉由希特勒的視角，描繪德國節慶「啤酒節」的情景。冠上文化節慶的

美名，啤酒節其實無法提供一般市民休閒娛樂的去處，白晝時分是酒鬼合法的聚

集地；夜晚時段則成為跨國企業的社交場所。希特勒對於啤酒節的舉辦提出以下

評斷： 
                                                      
10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80。 
11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12。 
12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17。 
13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21。 
 



 

「顯而易見的是，精神健全的人不會在幾個月或幾年前就是先預訂好民族節

日。因此我得知上午或下午前往那裏的，多半是遊手好閒的德國人，或者受

到著名節慶氣氛吸引而來的外國人和遊客，他們硬是要把中午時間喝得像是

夜晚時光。」14 

針對啤酒節引發的亂象，小說作出詳盡的描述，包括：喝醉者或是倒臥於公共場

合、或是任意便溺、或是當眾舌吻纏綿等，這些有礙觀瞻的行為不但未能宣揚傳

統文化，反而破壞了德國社會的形象。 

    讀者於此也不妨思考，眾多政府大力宣傳的文化節慶是否必要？又或者僅是

政府企圖討好民心的噱頭？ 

（二）自古皆然的集體意識 

    希特勒的瘋狂言論，倘若沒有旁人的響應，縱使其人能言善道、魅力十足，

他的政治理念依然無從推廣。無論過去，或者現代，希特勒都需要一批追隨者；

而如其所願，無論今昔，皆出現了追隨元首的人們——嚮往、崇拜，甚至信仰希

特勒。人們總是需要可以信仰的對象，以作為精神寄託。當信仰人數逐漸增加，

透過成員間的鼓勵與認同，進一步加強了該信仰的影響力，此為「集體意識」的

形成。在 Gustave Le Bon 所著的《THE CROWD：烏合之眾》裡，提出「群體具有

類似於催眠作用」的觀點。Gustave Le Bon 認為，群體本身並非眾多個體的集合，

反而會形成一個「單獨的存在體」，並且受到群體精神的統一。15對於群體特徵

的觀察，Gustave Le Bon 則給予以下評論： 

「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凸顯；藉由情感與觀念的暗示作用與

相互傳染，使所有個體朝向一個方向轉變並立即將暗示行為化為行動。」
16 

當個體處於群體中，其獨特性將被削減，使得群體成員的思想被迫趨於一致。其

中因素涉及心理學層面：當個體進入群體後，彷彿得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因為個

體無須承擔自身的責任，對於任何行為的風險，將由群體共同承擔。這股無畏的

力量造就群體的盲從性質，群體成員如同被催眠者，易於受到外來暗示——可能

是該群體的領導人，或者純粹的情感刺激——所操弄。Gustave Le Bon 在《THE 
CROWD：烏合之眾》一書中揭露如此現象： 

「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的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它們表現出

所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的。」17 

                                                      
14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320。 
15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 年），頁 51。 
16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 年），頁 58。 
17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 年），頁 65。 



 

也因為群體的行動的動機往往奠基於情感因素，為「群情激憤」引發的效果，造

成群體的部分行為不但欠缺審慎思量，甚至在群體外的個體眼中是荒謬無比的。 
如同希特勒的種族淨化政策，該行徑顯然泯滅天良，卻無人阻止，彷彿屠殺政策

得到德國全民的許可。造成此情況的可能原因，一方面在於納粹的極權統治，導

致市井小民不敢出言反抗；另一方面，恐怕是德國百姓（尤其是亞利安族裔的德

國人）在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下，認可了消滅外族的行動。回溯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的德國，受制於《凡爾賽條約》苛刻的懲罰中，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等經濟危

機接踵而至，此時的德國人民渴望一個「強人」的誕生，帶領他們脫離晦暗慘淡

的時期。恰巧，希特勒的理念因應了德國人民的期望，當群體的認同與期待一致

流向希特勒，在實際面向，他坐上德國總理的大權之位；在精神面向，他成為全

體人民的信仰中心，進而取得人民思想的控制權——給予「群體」人民暗示，使

得人民臣服於狂熱信仰、屈從於民族意識，終至默許慘無人道的屠殺行動。 

    對於群體盲從而欠缺思考的性質，Gustave Le Bon 得出了以下無奈的結論： 

「群體只有強大的毀滅力量。」18 

在納粹德國時期，民族意識雖然一度振興了殘破不堪的國家，同時，卻成為歷史

悲劇的導火線，隨著集體意識的火上添油，加上領導者的煽風助勢，終究延燒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 

    然而，時至二十一世紀，縱使被定位成「歷史惡魔」，希特勒依舊再度奪得

眾人的焦點。在小說中，作者以希特勒的視角，對於其經紀人薩瓦茲基做出以下

描繪： 

「他眼神發亮注視著我，眼裡在在流露出確鑿無疑的崇拜與尊敬。我很熟

悉這種目光，……薩瓦茲基注視著我，不動聲色默默傳遞崇敬之意，就如

同我當年在紐倫堡賦予數十萬民眾希望後，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一樣。」19 

對閃光燈製作公司的員工而言，希特勒表現出精湛的演技，因而獲得同事的讚賞

與敬佩；對德國的社會大眾而言，希特勒既是演員，更是「突破」現況的力道——

一語道破社會問題、大膽挑戰猶太議題——這份突破為一成不變的社會帶來了

「新奇」之感，先是引起部分人士的好奇心，透過網際網路的流傳與媒體的渲染，

關注希特勒的人數也逐漸攀升，終至於成為共通話題。即使現今德國早已遠離艱

困的時代，社會的從眾心態卻絲毫未減。網路帶來資訊的迅速交流，同時排擠資

訊量不足的個體。換言之，現代社會透過話題創造共通性，並藉此建立談論者的

凝聚力，從而排擠無法參與該話題的個體。 

                                                      
18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2011 年），頁 47。 
19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163。 
 



 

    由丹尼斯．甘塞爾所導演的電影《惡魔教室》，部分劇情與此現象相互呼應。

例如：主角賴納．文格爾老師曾於獨裁政治的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到「人們用集體

意識區分團體」20。在過去的納粹德國，該集體意識為「民族意識」；但在二十

一世的德國中，此集體意識則為社會的從眾心態。無論是何者，皆為獨立個體面

對群體的無力與弱勢。一旦違反群體的共同精神，則會淪為被排除的目標。如同

電影《惡魔教室》中，主角賴納．文格爾首先提及「團結製造力量」，接著又說

道「我們將所有反對我們的人排除我們的集體」21。一個群體愈加團結，則其排

外的傾向也愈加強烈。當個體面臨群體人多勢眾的壓力時，往往選擇與之同化，

以換取生存空間。綜合上述觀點，可知集體意識的形成是古今世代必然的趨勢，

眾人必須符合主流價值觀，方能在社會上立足。而主流價值觀的導向，將會決定

社會整體行為的善惡。 

    希特勒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配合網路、媒體的廣泛宣傳，再加上德國社會

的從眾心理，不斷強化他的影響力與感染力。如同小說最後所言： 

      「過去也不全然那麼糟糕。這樣便可動手進行了。」22 

這句話似乎暗示著：於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希特勒非但未因歷史罪名遭到唾棄，

甚至開始洗清他的惡名。他能否再度崛起？納粹主義是否復興？又歷史悲劇會不

會再現？上述疑問的答案，並非單由希特勒決定，更是取決於德國全體人民的選

擇。無論今昔，型塑希特勒為「希特勒」的，實為德國人的集體意識。 

五、    時間流逝，心態已變 

（一）被淡忘的歷史傷痛？ 

    全書之中，希特勒眾多聳動發言未被制止。就法律層面而言，其言論在「藝

術」的保護傘下而免於訴訟之憂；就網路層面而言，希特勒被塑造為引領新思潮

的領袖；就社會層面而言，無論是市井小民（尤其是年輕人）、媒體記者還是政

治人物，爭先恐後想要接近這位當紅之星。這些人支持希特勒的原因不在於受其

政治理念感召，而是因為希特勒帶來了「突破」——毫不隱諱的指出社會問題，

甚至將最敏感而難解的猶太議題搬上檯面高談闊論。 

    然而，當現今社會如眾星拱月般吹捧希特勒，卻忘了存活至今的受害者的遺

族的感受。對他們而言，「希特勒」這個名字是人生中絕不能忘記的傷疤、絕不

能寬恕的仇恨與絕不能妥協的抗爭。後人將歷史悲劇視為「歷史」；對當事者而

言，卻是切身的「悲劇」。作者於小說中穿插克羅邁爾小姐請求離職的橋段，是

全書中對於納粹行徑最赤裸、最悲痛的控訴： 

                                                      
20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 年）。 
21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 年）。 
22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364。 



 

……克羅邁爾小姐口氣冷淡。「……不，錯誤之處在於那個想到要殺死猶

太人的人！還有吉普賽人、同性戀！以及所有不符合他心意的人！讓我告

訴您：荒唐的是，若非要殺掉所有人，也不會有人被錯殺。就是這麼簡單！」
23 

在讀者閱讀《希特勒回來了！》的過程中，無論是依循希特勒的視角觀看

現代社會的種種荒謬；或者純粹以旁觀者的角度恥笑希特勒與其他小說人

物的滑稽互動，鮮少讀者意識到歷史議題的沉重。本書甚至被歸類為「喜

劇」。然而，書中卻反覆出現「猶太議題不可隨意開玩笑」的觀點：首先

為書報亭小販對希特勒的提醒；再者是上司貝里妮女士的警告；最後甚至

由希特勒親口說出，藉此駁倒綠黨代表人昆納斯女士的言論。重覆三次的

想法，恰好安排在希特勒的成名前後，不僅是書中人物對希特勒的提醒，

同時也是作者對於書外讀者的呼籲：悲痛不會隨時間淡化，而會在某些人

心中，烙下永遠醜陋的疤。而身處後代的讀者，即使歲月已遠，仍應具備

歷史的責任感，去面對、理解並承擔傷痛。 

（二）歷史需要「被記得」 

    對於當事者而言，時間模糊了事件細節的描述，卻無法淡化悲痛的情緒。然

而，隨著當事者一一殞落，後代對於歷史議題的感觸也逐漸淡化，形成對歷史的

漠視與麻木不仁。如同小說中呈現的多數人物，相信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已走入歷

史，因此面對「希特勒」的再現，他們始終認為眼前的希特勒是一名精通方法演

技的演員所裝扮，而非史籍上聲名狼藉的元首希特勒。此現象表達了後代子孫對

於歷史的兩種無感：笑看歷史悲劇的禍首，是對於悲劇犧牲者的漠然；未察覺自

身背負的歷史責任，是對於事件本身的冷淡。其中，克羅邁爾小姐即是一個鮮明

的例子： 

「當然是舉手禮了！右手要舉高。」 

她的臉龐綻放出理解的光采，猛然跳了起來說：「我就知道，果然沒錯！

就說是那個方法演技吧！我必須馬上做嗎？」24 

克羅邁爾小姐具有猶太血統，在其祖母揭露抄家的悲劇之前，她毫不遲疑地接受

希特勒的行禮要求，並且欣然稱呼希特勒為元首。雖然在小說中無法判斷克羅邁

爾小姐是否早已得知自己為猶太後裔，其人對待希特勒的方式，卻能展現後代面

對歷史的冷漠。縱使作者並未針對「漠視歷史」加以闡述，卻透過小說人物嬉鬧、

玩笑、不正經，表現出後代對於歷史的冷漠。 

    儘管如此，也不可能強迫後代子孫懷抱與當事人同等的傷痛。因為未曾經歷

過的悲劇，自然沒有刻骨銘心的哀痛。因此，比起爭論是非對錯、追究罪魁禍首，

                                                      
23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292-93。 
24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市：野人文化，2016
年），頁 124。 



 

或逼迫禍首的子孫俯首認罪，歷史更需要「被記得」——歷史不是特定世代的故

事，而是全人類共同的記憶，是人們必須面對、承擔，並且謹記教訓，繼而開闢

與經營嶄新的世代。 

六、    結論 

   《希特勒回來了！》以希特勒之眼去理解讀者所處的社會，除了假借一代元

首犀利的眼睛去批判當今社會問題，同時喚醒讀者對於歷史責任的覺察，並且認

知到集體意識的盲從，所伴隨的危機。筆者認為閱讀完此書後，應當抱持「謹記

歷史，開創新局」的心態，一面記取歷史教訓，一面正視當今問題並妥善解決。 

參考書目 

1.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著，管中琪譯，《希特勒回來了！》，新北

市：野人文化，2016 年。 
2. Gustave Le Bon 著，周婷譯，《THE CROWD：烏合之眾》，台北市：城邦文化，

2011 年。 
3. 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編劇，《惡魔教室》，德國，2008 年。 


